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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立法不可扬汤止沸 
 

董文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
 

  社会法律制度是公民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平台，也是保民生、促发展的基本

制度保障。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，社会法律部门建设进程的滞后性至少体现在三方面:一是社会法
治建设理念尚显模糊，二是社会法律制度的中国化特征还需要彰显，三是社会法律体系还有待进

一步健全。 
  理念决定社会法治建设方向 
  在“GDP主义”泛滥的背景下，非理性的价值观念导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出现非理性、非
均衡的倾向，社会建设的进程减慢，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社会性法律制度或被搁置或缺乏发展。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社会利益格局、思想观念、社会服务管理体制乃至国

家发展战略等各方面的变化。若罔顾时代变化的客观事实，固守旧有的制度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

将无法得到有效解决。近期出现的“兰考事件”、长期存在的公立医疗机构盈利冲动、养老保障

双轨制等，无不透露出对社会制度建设认识上的不足。我国的社会制度建设总体上重城轻乡，，

重正规就业者轻非正规就业者，这是对社会法治价值选择的误判，减损了原本稀缺的社会公共资

源利用有效性。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发展也形成了政府、社会和个人角色的重新定位，

社会风险如何分配、社会权利和社会权力如何划分、社会立法以何为本位，这是关系到社会立法

有效性、科学性的重要问题。我国的社会立法最需要解决的是观念性问题而非技术性问题，以防

法令滋彰而效益日下。 
  社会立法应立足于我国实际 
 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，经济发展是刚性目标。我国是人口大国、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，没有快

速的经济增长就无法保障庞大人口的生存、安全、发展和与人口规模相称的国际生存空间。欧洲

福利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，社会福利水平过高会影响经济活力和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，进而损

害社会福利的根基。与欧洲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较小的福利国家相比，由于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、

国际地位、国际角色以及所面临的内外生存状况不同，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事业发展

经验对于我国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借鉴意义。就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、政治体制、人口和环境条

件、国际角色等方面来看，我国的社会法律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特殊的，我国社会

法制建设在国际上很难找到参照国。我国社会法治建设的环境和条件决定了要根据国情制定契合

实际的社会法律制度。 
  社会法有必要形成完整体系 
  全方位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社会法律体系应当包括五部分:以社会救助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权
和发展权，为在社会竞争中遭遇不幸的公民提供重新崛起的机会，也为最基本的人权和人道主义

精神构筑需要坚守的底线；以社会保险法为一般公民化解一般社会风险，并应将其打造成全社会

绝大多数人以此规避生存风险、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制度平台；以社会保护法为困难群体提

供特别保护，通过倾斜性、补充性或特别的权利赋予，最大限度消弭其弱势状况，实现其与一般

社会成员对社会权利的平等享有；以社会补偿法为对社会公共利益或共同生活秩序承担损失的公

民提供利益平衡的机会，不让任可一般公民独自承担社会发展成本；以社会促进法推动有利于社

会长远、全面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，优化社会结构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保证公

民的社会权利在更高层次得以实现。此外，一套完整的社会法律体系还应当包括社会基本法、社

会组织法和社会公益诉讼法。 


